
唐代中国作为亚欧大陆上的中央国家，曾大量接受西
域文化的“胡风”和南亚佛教的“梵风”，又把自己成熟的“唐
风”文化大量送往东海之遥的日本、朝鲜，所以国都长安就
是这座桥梁的桥头堡，既是连接西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
延长东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东去西来，左右链接，八面来风。

曾在丝绸之路上流传着被西方人称为“胡姆丹”（Khum⁃
dan）的长安，究竟是叙利亚语、阿拉伯语还是波斯语、粟特
语，至今说法种种仍是无解之谜，但是长安见证了无数胡
商、番贾、梵僧、使节、质子、将士、留学生从不同国度冒着重
重险阻往来西域与中原之间，穿梭于岭南海港与京城之间，
他们沿着汉魏开辟的丝绸之路继续拓展中国与外域的路
网，从而使最初东西方连接的贸易丝带变成了一条条文明
的纽带。

西安博物院把千年来凝固了这座城市记忆与感怀的文物
一一保存，并呈现给热爱这座城市的人民和外国朋友，连续举
办了几个关于长安的大展，这种文化使命感无疑是让人充满
敬意的，因为文物无可替代。特别是有一些有关丝绸之路的藏
品十分引人注目，历经岁月的流逝，这些具有独家性、唯一性、
稀缺性的文物愈显珍贵，堪称长安城市文化编年史的一部分，
从这些文物藏品中可以真切感受到那些“长安与世界”息息相
关的历史，既有人物的品性，又有地域的文采，还有种族的气
质，以及咏物的情致。

这次策展团队以西安博物院收藏的标志性唐三彩文物
“异域少年”骑马腾空奔驰造型为引路物，串联相关的文物组
成了原创展览“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大唐行”。展览主角
是个穿蓝色胡服的英俊少年，这个少年从种族上观察无疑是
外来的样貌，但从族群上很难分辨出是来自西域的胡人还是
归化唐朝的周边蕃人，脸有稚气却脑后盘缠粗壮的辫子，究竟
是西方的粟特人还是北方突厥人，沉浸在胡汉相融的城市里

“胡穿汉服，汉着胡帽”，一时无法定案。策展团队没有纠缠人
种的区别，而是笼统地冠以“丝路少年”释读解决了长安这座
胡汉、蕃汉融合城市的真实状况，展现中古的长安城像一个巨
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像丝路少年这样的人争相进入这座伟
大的都城，甚至长居于此乐不思返，以此演绎遥远的长安是他
心向往之的理想之城。

展览线路跟随着这位穿蓝衣的“丝路少年”快马放缰“一
日看尽长安花”，用尖锐敏感的智慧眼光一览昔日的盛唐时
光，共同回顾一段长安的历史，体悟曾经的文明辉煌，更能理
解丝绸之路曾经带来的繁荣，开放、包容、交流永远是一个国
家充满活力的基本因素。

在第一场景里，展览以“市”亮相，将“商”与“肆”通过经
营广泛的“西市胡”领入观众眼前，这些西市胡举凡珠宝、绢
帛、药材、举质、邸店、饮食等均有涉及，出土的三彩凤首壶、
八曲缠枝纹银碗、白釉叶纹扁壶、白瓷皮囊形壶、瑞兽葡萄
镜、螺钿花鸟镜等器物，衬托着造型各异的胡人俑，似乎激
活了千姿百态的人物，使久远的陶俑、三彩俑有了呼吸，是
有血有肉的生命。整个场景里还涉及胡服胡饰、胡饮胡食、
胡音胡乐，更增添了外来文化的底色，也确立了长安国际都
市的坐标系。

在第二场景里，围绕长安的“寺”，讲述“茶”与“戏”，不仅
寺院禅房外花木静深，而且茶堂青烟袅袅，呈现出饮茶社会风
俗越来越兴盛的局面，展览陈列出一批精细的茶具，不仅表示
茶器从一般器皿中分离出来，而且品赏式烹饮越来越浓。

而“丝路少年”在寺院内外都能看到戴竿顶竿、剑舞走绳、
弄丸击球、角抵幻术等诸般伎艺杂耍，长安城内这类表演在各
个坊里公共场所轮番上演，吸引了无数的市民百姓。

在第三场景中，长安的郊游与贵族甲胄的狩猎蔚然成风，
展览紧扣“游”与“猎”，分头介绍唐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
民百姓，普遍崇尚狩猎活动。不仅有王室贵族阵容庞大的狩猎
团队，还有骑马驰骋的女性参与射猎活动。特别精彩的是金乡
县主墓出土的八件彩绘狩猎陶俑，为抱猎犬、架猎鹰、置猎豹、
带猞猁、驼鹿等形象，其胡人满脸须髯、身材强壮，他们实际就是以

“猎师”身份陪侍主人狩猎的扈从，这些扈从大多是和助猎动物一起
入华的胡人，他们受过调教猎兽猛禽的训练，是专业的驯技师。这个
场景中还配合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展出了梳着双垂髻、乌蛮髻、倭
堕髻、偏髻的各种姿态女立俑，从而使人们从静默的文物中，看得见
人间的温度，这也是展览场景最吸引人的地方。

第四场景则以“长安居”为核心来表现“宅”与“器”，在这些住
宅里既有高门甲第的达官贵人，也有普通瓦房里的文人士子，还有
流寓长安的域外人士。这个场景展出唐三彩里坊院落模型，房屋前
和院落中还站立着若干人物，表示人丁兴旺，家有富裕。展线上的方
口水井、绿釉陶磨、褐釉踏碓、小巧假山等等，似乎衬托着当时人们
家庭生活丰衣足食的追求以及满足。家具上的银合页、八棱形银锁
等生活中小用具，愈发彰显着“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的意境。金银器皿是唐代手工业制造的高峰，甚至在银盒上就有“大
唐”款二字。陈列金银器中的海棠形黄鹂花鸟银杯、鎏金海棠形抚

琴舞鹤纹银盘、鎏金鸿雁
折枝花纹银盘、鎏金鸿雁
团花纹银碗等等，都是锤
揲“打作”的杰出作品。考
古出土和传统存留的金
银器文物很多，但是以长
安代表作最为高级精美。

我们不知道“丝路少
年”用他们胡人的眼睛看
这个世界，有没有我们现
代人的新收获，可是能推
测出来他们新鲜异样的
观感，长安多元视角的魔
力既使“创造力”产生又
使“国际范”显现出来。

《东城老父传》记载元和
年间“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少年皆有胡心矣”。长
安无疑会对少年胡人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会塑造他“由胡入
汉”的性格与人生轨迹，也会决定他在唐朝流连忘返的“乡
愁”。

千秋沧桑兴亡事，星辰坠落无数人。
正如展览序言里演绎的“长安梦”所说，当丝路上的蓝衣

少年久居长安变成“蓝衣老人”时，他回顾自己初入长安那种
直击心底的震撼，曾经是商铺连串、百工群聚，文人诗吟、艺术
璀璨，胡风盛行、百戏喧腾，千门万户、四通八达，俯拾即是机
遇。几十年沉醉在京畿长安，已不知何处是故乡了。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家乡，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但有了新故乡又不幸
遭遇人为的失去，那是一种双重的失去。在历史狂飙袭击下，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长安曾几次被破坏摧残，
让人心痛不已，特别是战乱使以长安为故乡的每个人都在沦
陷，这种冲撞还能引起他们对故乡的思愁吗？

用文物结合史学、艺术展出长安的风貌，原来就是怀着一
种乡愁的冲动，就是用文物艺术到处去寻觅消逝的家园和被
遗忘的祖先。不让久别变成永别，不让无数诗人文士天籁般的
声音永远消失，不让生活在陕西的人与外来的人有隔膜，所以
展览非常及时。当一个“丝路少年”的异域形象奔驰在长安大
地时，有着一种超越故乡的心理。

看完展览很多人以为长安代表汉唐盛世的辉煌、财富、美
女，其实真正代表的是知识、智慧、艺术，是文明而非野蛮，不
是一味对欲望的追求。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长安，一个
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在天上的代表了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信
仰、智慧、幸福创造力和佛祖的追求，地上的长安代表了历史、
文化和传统。

城市和人一样，都有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记忆，那些带有
坐标性的记忆符号渐渐被时光湮没，只有文物还在城市毁灭
后顽强地存在着。回眸千年历史沧桑，在怀旧的氛围中有一种
久违的心灵感动，跨越时空的文物，依然能让观者感受到一种
历久弥新的活力，让爱这座城市的人们充满感动。

“走出去”与“迎进来”在国际交流中有着巨大差别，一个
乐于接纳移民的国度，一个善于接受异域文化的民族，无疑是
最能创新的国家。我喜欢唐长安，因其有“刚健”的人文底色，
又有“崇高”的进取观念，从六至九世纪能吸引众多外来人进
入长安，就是它有着强大凝聚力，刚健清新、生机盎然，是一个
孕育创新的城市，外来的人保持着对新生事物的关注，从而激
发了这里无数艺术工匠的审美跃上时代的高峰。

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城脉，文脉，人脉，交相辉映，千载不
歇，生生不息。近年来《长安十二时辰》《长安三万里》等虚构艺
术编剧热闹纷繁，吸引着海内外游客在西安古城纷纷寻找“打
卡点”，仿佛吸引他们的是一座充满历史故事和传奇的露天大
展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座城市遗存下的文化内涵，是
一座古都的文化传承与记载的历史。

从交流的角度来说，长安这座“不靠海、不沿江、不沿边”的西北
最大内陆城市，依托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优势，从“孤赏”走向“共
赏”，彰显千年古都的“国际范”，作为一张城市文化交流的新名片，
再次以崭新的姿态站在众多国际城市的面前。丝绸之路以其连接的
文明形态之多，跨越历史时期之长而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而无数
个“丝路少年”所构成胡汉相融展览主线也将长留人心。

（本文摘自《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大唐行》序言部分 作者
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教授）

《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大唐行》
编：西安博物院
主编：朱歌敏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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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张忠培先生所著《中国考古学：永远在路上》的后记中
写道：“父亲的学术思想还需要在之后和以后的出书中逐步体现。”
之后，我参与了张先生所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一书
的再版工作，期间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还能为张先生学术思想的传
承再做点什么？我想到了《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这本书。

张先生所著《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初版于 2005年，它
是中国考古学重要的教材和参考书，虽然早已过了版权期，但有修
订和再版的必要。三年的新冠疫情对企业影响很大，作为出版企业
的文物出版社尤其如此。我不愿意再给出版社添麻烦，但又不能失
礼节，于是我打电话给这本书的编辑蔡敏先生，说：“这本书已过版
权期了，我和您打个招呼，要拿出去……”蔡敏打断我的话，“我上楼
找你。”我和蔡敏谈了半个小时，达成了在文物出版社再版这本书的
意向。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发展期，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
的步伐。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关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以
及 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走向等重大问题在考古界展开了激烈的讨
论。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张先生择选自己的部分著述，结集出
版了《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一书，是为了向读者介绍“我于
中国这最重要的十年中在考古学方面的认识转化”。这些认识是张
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所遇到的问题及对这些
问题的讨论，又是张先生面对新思潮与中国考古学传统和如何尊重
传统又突破传统诸问题的检视和探讨。

本书初版后，张先生曾修订过；本书的再版，我们在张先生修订
的基础上，增加一篇《写在〈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前面的
话》，并邀请朱延平先生为本书学术把关。朱延平学业严谨，这次朱
先生负责本书的修订和校补工作。

除《古国文明灿烂辉煌》和《写在〈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
国〉前面的话》外，《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修订本）收录的
论著仍分为四组：一组计有 10篇，主要是对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与前
瞻，以及对传入国内的国外考古学思潮、夏商周断代工程、聚落考

古、考古学与文物保护和考古学
持续发展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二
组共14篇，基本上是讲考古学文
化分期、序列与谱系，涉及的年代
为史前和夏、商、周三代，地域则是
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白山黑水和长
城地带；三组收录4篇，较为系统地
反映了张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制
度与社会性质的基本认识；四组仅
3篇，基本上是谈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
思考》（修订版）一书评析了典型
事件和张先生的心路历程，核心
解读了“中国考古学要走什么
路，扛什么旗”的考古大题。换言
之，经过风风雨雨的中国考古学

是怎样闯荡出来的？是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的前方是哪条路？张先
生在这本书中都一一作了解答。这本书文字表述精准，有较强的可
读性，即使非专业的读者，也可得以循着考古学思想的脉络，追踪当
代中国考古学的种种问题，获得思考的趣味。

最后要感谢曾经为此书出版做过贡献的于可可女士、朱延平、
郭瑞海、任亚珊、许永杰先生，蔡敏先生，以及本书修订、再版编辑、
张先生的湖南小老乡黄曲女士和新入职编辑蔡睿恺。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修订版）出版时值张先生九十
周年诞辰之际，这是对张忠培先生的最大怀念和告慰。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修订版）
作者：张忠培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修订版）后记
张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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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服饰”？按照现代汉语的
释义，服饰者，“衣着和装饰”之谓
也，古代常以“衣”“服”“衣裳”“衣
服”和“衣冠”等称之。也就是说，“服
饰”一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狭
义，指的是衣服、衣着或服装；其广
义，则包括衣服之外的其他与衣服
直接相关的装饰以及与美化身体有
关的装饰，如古人曾有将冠、笄、带、
裳、屦称之为“五服”者。服装与其装
饰以及人体装饰密切相关，并且许
多情况下是相互搭配、交相辉映，如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续汉
书·舆服志》）等，所以，无论在理论
上还是在研究的实践中，取“服饰”之
广义是必要的。当然，服饰的核心和
主体是服装（既包括上衣和下衣、内
衣和外衣，也包括首服和足衣等），因
此也必然成为研究的重点，但将发
型、发饰等纳入服饰研究的视野，也
是必要的。至于人体装饰品——日语
中称之为“装身具”，如头饰、耳饰、项
饰、胸饰、腰饰、带具、带饰、臂饰、腕
饰、指环或戒指、踝饰、足饰等，有一
定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因此，将其作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也
是可行的。

人从动物界演化而来，是通过漫
长的劳动而完成的，因为，“劳动创造
了人本身”（恩格斯语）。随着人类的
诞生，服饰也随之而生。尽管最初的
服饰极为简单原始，可能是一块禽兽
之毛皮，也可能是连缀在一起的几块
树皮或树叶，即“未有麻丝，衣其羽
皮”（《礼记·礼运篇》），或“衣皮毛”、

“衣皮苇”（《白虎通义·号篇》），或“衣
毛而冒皮”（《续汉书·舆服志》）等，但
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防暑避寒、
祛除蚊虫等物质属性，同时又具备别
男女、遮体羞、美外形等精神属性。从
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与动物界的区别
是什么？是衣服，是服饰！人类历史进
入文明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
生活的日益丰富，服饰的物质属性和
精神属性逐步发展、演进和复杂化的
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属性并逐步得到
强化——服饰成为贫富差别的标识
之一、社会地位高低的标识之一、等
级差异的标识之一、权力大小的标识
之一、族群认同的标识之一、文化共
同体意识的标识之一、职业分工的标
识之一等等，服饰与整个人类历史尤
其是人类文明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
起。服饰本身是物质的，但它作为服
饰文化的物质载体，其物质形态的变
化是服饰文化变迁的“指示器”，在某
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类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演进的“指示器”。正因为
如此，古代服饰及服饰文化研究绝不
仅仅是古代物质文化的研究，而是人
类历史尤其是人类文明史研究不可
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有着百万
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
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古代服饰研究无
疑是我国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研
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都是不言而
喻的。

毋庸讳言，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上的服饰都需要
考古学研究，但不同历史阶段服饰考古的重点和意
义有所不同。就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来说，既是我
国古代服饰的一个大转折、大发展时期，更是服饰
文化由多元真正走向一体的关键时期，具有承上启
下的重要意义。因为，东周秦汉时期，随着铁器时代
的到来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以蚕丝和苎
麻、大麻、葛等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纺织业获得空前
发展，为服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东周
时期的四百余年间，既是诸侯国林立、列国争霸的
大动荡时期，也是学术大争鸣、思想大解放、文化大
繁荣的时期，更是社会政治从王国时代走向帝国时
代的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秦汉时期的四百余年间，
伴随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真正形成。因此，对东
周秦汉时期近千年的服饰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
不仅可以全面揭示东周时期复杂多样的服饰文化
面貌，而且可以揭示秦汉时期服饰文化从多元走向
一体的演进轨迹，描绘汉服——中华传统服饰文化
之根——生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图景，更有助于中
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探究和阐释。
这也正是《汉服的形成》之选题和研究最基本的出
发点。

正是基于对服饰考古性质和任务的深刻理解，
尤其是对东周秦汉服饰考古之时代特点和学术目
标的把握，《汉服的形成》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
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学术贡献或
可大致归纳为以下诸方面。

其一，对迄今考古发现的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
资料——既包括服饰实物资料，也包括服饰形象资
料和简牍文字资料等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分类整
理，不仅使本书的研究具有丰富、翔实、扎实的资料
基础，体现出“论从史出”的优良治学方法，而且为
学界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二，通过各种服饰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并与
文献史料有机结合，对东周和秦汉时期的主要服饰
类型——上衣、下衣、足衣、首服与发型，以及服装
的质料、纹饰和色彩等，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结
合“名物”考证，初步从考古学上揭示出不同时期、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服饰样貌及其特征，可谓当
时服饰文化的全景式描绘，尽管这种描绘因资料所
限大多还是“点状的”。

其三，基于对东周列国服饰的细致的类型学考
察，对东周时期服饰文化的多元体系和二元格局，
以及东周服饰的时代性符号——深衣体系的形成
进行考古学解构和理论性概括，进一步深化了对东
周服饰体系和服饰文化总体特征及其演变的认识。

其四，基于秦汉王朝中心统治区和西南及西北
地区服饰类型及其特征的全面梳理和宏观考察，
不仅揭示了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面貌及其发展
演变和边远地区少数族人群的服饰文化传统及其
特点，而且初步构建起秦汉时期服饰文化从西汉
早期的多元格局、历经西汉中期的趋同化发展再
到西汉晚期及东汉时期稳定化发展的“三段式”演
进模式。这实际上也是从服饰文化的视角对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秦汉时期真正形成进行的深
入阐释。

其五，基于上述各方面的分析和考察，初步厘
清了汉服（狭义上专指汉代服饰）以东周时期深衣
的样式为基础到西汉中期形成具有统一风格和全
新服饰面貌的汉服的形成过程，勾画出了东周秦汉
近千年间服饰文化的演进轨迹，从考古学上揭示了

“汉服的形成”及其社会历史和文化动因。王方在书
中指出，“汉服的形成和发展一直是在不断交流中
兼容并蓄各种服饰元素实现着自身的巩固、完善和
发展”，“汉服已非单纯的服饰类型或是对某些具有
共同款式特征的服饰类型的统称，而是汉家礼仪的
重要内容，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标识”，并且“奠定了
华夏服饰体系的形态基础”。这些理论性概括，在大
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服热”持续高涨的今
天，对于科学理解和认识“汉服”以及华夏服饰体
系，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其六，关于服饰文化和服饰考古的理论思考和
探讨。基于东周秦汉服饰考古学研究的实践，该书
对服饰文化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服饰的
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形
态、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发展阶段
以及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格局等的内在联系等；与
此同时，就服饰考古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思
考和阐述，如服饰考古的学科定位、研究路径、基本
任务和最终目标，服饰考古材料的科学性和局限性
问题，服饰考古与服饰史研究的异同及相互关系
等。凡此种种思考及其认识，尽管大都是初步的，还
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但它们都是作者在研究实践
中的切身体会和感悟，有些是颇有见地的，对于今
后的服饰文化研究和服饰考古及其学科建设，都具
有积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要之，《汉服的形成》无论是考古材料以及文献
史料的收集、梳理和解读，还是基于考古资料和考
古学方法并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的研究思路、研
究方法、研究范式和阐释逻辑，无论是各种类型
服饰样貌的复原还是服饰体系的构建、服饰文化
的解构乃至有关服饰文化研究和服饰考古的理论
思考和探讨，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汉服的形
成”做出了初步的考古学回答和书写。这既是东周
秦汉服饰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服饰考古学研究的
一部力作。

当然，该书毕竟是东周秦汉服饰考古的阶段性
成果，囿于考古资料以及作者精力和积累的局限
等，从服饰考古的总体要求来说，书中也还多有缺
憾。譬如，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尤其是出土文献
资料相结合的名物考证作为服饰物质形态研究的
基础作业之一，有待进一步加强；以服饰的物质形
态研究为基础，服饰之精神属性和精神内涵的研
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坚持以考古资料和考
古学方法为本研究服饰的同时，将服饰考古成果
融入或服务于整体的考古学研究需要更多的思考
和实践；对服饰之“时代性”和“统一性”进行归纳
总结和宏观叙述的同时，对其地域性、季节性、职
业性、应用场景和阶层差异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
是必要的。很显然，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还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更
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无论如
何，《汉服的形成》标志着王方在服饰考古上已经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且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
色的研究范式，只要沿着这条路子持之以恒地走
下去，取得新的学术成果、做出新的学术贡献，未
来可期。

就服饰考古而言，它作为现代考古学一个新兴
的研究领域，在学科建设上既需要理论的探索，更
需要研究的实践。因为，实践是学科建设的基础，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唯一源泉。或许有学者认为服
饰考古只不过是古代物质文化研究——这当然是
一种误解；在有的学者看来，服饰考古不是什么宏
大叙事而仅仅是形而下的“小学”而已，但服饰及
服饰文化研究在人类文明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
的一席之地也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全面解构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今天，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更是显而易
见。令人欣喜的是，已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加入到了
服饰考古的研究队伍中来，如2015年分别出版的徐
蕊同志和郑春颖同志的博士论文《汉代服饰的考古
学研究》和《高句丽服饰研究》，都是古代服饰断代
考古研究的佳作，显示出服饰考古充满了活力，具
有广阔的学术和文化前景。我深信，服饰考古必将
在中华服饰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史研究中书写浓墨
重彩的篇章。

（本文摘自《汉服的形成》序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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